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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中国“六普”“七普”数据研究表明，2010 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呈现高学历人
口占本地人口比重下降和向省会或直辖市集聚并存的变化特征，高等教育人口的年龄队列替代优势显

著，劳动力回流进一步强化了大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进一步分省份、地级市和城乡回归都表明，人力
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过大不利于本地经济增长。为降低发展不
平衡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上应鼓励高技能人才合理流动，在推进新技术应用时强化技术转移与地

区人力资本合理匹配，构建实现人力资本价值转换的产业路径。同时促进城乡人才双向流动，带动人力
资本城乡均衡发展。重视大规模的高素质老年人力资本存量，提前谋划延迟退休制度，延续人才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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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1］( P7) 的核心

因素，而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

基本格局息息相关，同时，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受政治

经济文化等区位因素的影响存在动态演化，从而不断

塑造着区域经济的发展面貌。本文利用中国“六普”
“七普”数据，在总结特征事实的基础上，对我国人力资
本空间分布现状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
一、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

机制

在高技能劳动力集聚水平越高的地区或城市，其

人力资本外部性［2］( P2243 ) 、经济效率［3］、创新力水
平［4］和经济水平［5］都较高，同时人力资本外部性也

使得城市犯罪率较低，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3］

( P2280) ，但人力资本空间分布不平衡也会造成区域发

展动力存在差异［6］。
有效促进教育资源的空间均衡化是实现人力资本

空间平衡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路径，促进教育

空间均衡的相关政策能够降低区域和城乡收入差距。
已有研究表明，教育和干中学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水

平，受教育时间越长，其收入回报率也越高［7］，故推进

高等教育平衡发展有助于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8］。
伴随教育水平每增加 1%，个人教育回报率将增加收入
水平 4． 34%，尤其是针对低收入人群加大人力资本投
入和提高教育水平可以显著促进人力资本累积和缩小

收入差距［9］。为了降低外生性影响，不少学者利用历
史事件来识别教育空间均衡化等政策促进人力资本积

累的因果关系。第一，利用中国跨城市迁移大学政策
作为政策变量来研究教育机构迁移对人力资本外部性

的影响表明，大学机构搬迁提高了迁入地城市人力资

本水平，增加了本地劳动力收入，教育时间每增加 1 年
将提高 22． 0%的个人小时工资，尤其是对于城市居民
［10］。第二，增加教育覆盖范围也能提高人力资本水
平，相关文献将高校扩招作为工具变量进一步验证了

城市人力资本集聚也会提高工资溢价效应，尤其对于

高技能劳动力和在高等服务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

［11］。第三，从教育均衡化的历史事件来看，冯晨等
［12］利用历史上四川地区土司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的

差异对历史人力资本的影响表明，郡县制中儒家文化

传承的代际优势有利于促进长期人力资本累积。陈祎
等［13］利用中国 1962 ～ 1979 年“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作为自然实验研究了人力资本的现实迁移与人力资本

积累的关系，研究表明这种城市向农村地区的人力资

本再平衡政策有效影响了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农村地区儿童的教育水平与接触受良好教育城市青年

的重叠程度紧密相关。
促进教育均衡的政策思路也受市场规律和不同地

区现实条件的影响。第一，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是长
期集聚劳动力较为稳健的“锚”，但人力资本的集聚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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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反过来也会降低教育空间均衡政策的有效性。人力
资本外部性提高了城市工资的溢价效应［10］，尤其提

升了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14］，这进一步吸引

了外来流动人口，加剧了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的不均衡。
第二，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即便政策干预能够短期

影响人口的空间分布，例如高校跨区域异地搬迁政策，

但在市场条件下，劳动力仍倾向于流入人力资本水平

较高的城市［15］。第三，人力资本非均衡的现实条件
客观存在。促使人力资本空间平衡的政策需重点解决
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基础的关系，人力资本集聚引起

的高创新力转变为经济增长动力受到技术进步影响，

初始人力资本较高的地区具有较高的技术创新吸收能

力［16］，但若人力资本水平与技术进步存在不匹配，经

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会受到影响［17］，促进技术或产业

转移的相关政策可能面临低效［18］。
二、中国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的典型特征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差异，人力资本空间分

布不均衡是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客观现实。2010 年以
来中国人口转变趋势逐步显著，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的同时，也存在本地高人力资本比重下降和向区域中

心城市的集聚趋势，城乡人口流动成为省内人口流动

的主要模式。
( 一) 一般学历人口比重较高，高学历人口比重集

聚效应显著

从人力资本的基本含义来看，教育是劳动力人力

资本形成和累积的关键因素，2020 年“七普”数据表
明，一般学历人员( 高中及以下) 比重最大，而高学历人

口相对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如图 1 所示。2020 年各省
市的初中和高中学历人口比重大多都超多了 70%，且
一般学历人员相对比重差异不大，部分省份都超过了

80%。
从高学历人口的相对比重来看，对比 2010 年和

2020 年数据，尽管存在 3 岁和 6 岁间统计口径上的差
异( 2010 年统计口径是 6 岁以上人口，2020 年则是 3
岁以上) ，但从相对比重来看，大学本科、专科及研究生
学历人口( 简称高学历人口) 的比重下降趋势较为明

显。从各个地区来看，除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外，其
余省市的高学历人口相对比重都呈负增长，较为严峻

的是河北、河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和
新疆等地，较之 2010 年，2020 年其高学历人口下降比
例分别为 11． 1%、10． 24%、10． 6%、9． 03%、8． 29%%、
9． 07%、9． 99%、8． 34%和 8． 47%，而山东也下降了近
7． 13%，其余省份下降幅度多集中在 4% ～ 6%。
另外，从高学历人口的空间差异来看，北京和上海

的高等教育人口集聚水平为最高，其 2020 年 6 岁以上
人口中高学历的比重分别为 43． 06%、34． 50%，分别高

于全国水平的 27． 18%、18． 63%，广东增幅仅高于全国
水平的 0． 39%。相对全国来看，高学历人口低于全国
水平的有: 广西( － 4． 64% ) 、贵州( － 4． 41% ) 、西藏
( － 4． 32% ) 、云南( － 3． 84% ) 、河南( － 3． 74% ) 、江西
( － 3． 59% ) 、湖南( － 3． 27% ) 、河北( － 3． 09% ) 、四川
( － 2． 25% ) 、安徽( － 2． 16% ) 、海南( － 1． 45% ) 、福建
( － 1． 26% ) 、山东( － 1． 02% ) 、黑龙江( － 0． 88% ) 、甘
肃( － 0． 84% ) 、青海( － 0． 42% ) 、重庆( － 0． 06% ) ，其
中负号表示低于全国水平。

图 1 2020 年不同地区 3 岁以上人口的教育结构

图 2 2020 年 3 岁以上不同地区大学本科( 专科) 及以
上学历人口比重

注: 比重为本地区该学历人口占该地区 3 岁以上年龄段
人口比重，作者根据“七普”数据计算得出。

( 二) 大城市人力资本空间集聚水平更高

在地级市和直辖市层面，本文将大学本科、专科和
研究生学历人口数作为衡量城市人力资本的指标，城

市层面人力资本水平呈现空间集聚趋势，尤其是向省

会和直辖市的集聚趋势愈加明显。2020 年高学历人数
最高的城市是北京，为 41980 人 /10 万人，最低的是西
宁，为 2141 人 /10 万人。
从城乡来看，对比 2020 年中国城市、镇和农村地

区高学历人口占各自地区人口的比重，可见城市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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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力资本水平最高，其次为镇和农村地区，如图 2 所
示。对比 2010 年和 2020 年高学历人口比重变动情况，
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都有显著提高，全国水平平

均增加 6． 35%，增幅最高的仍是北京( 增加 10． 22% )
和上海( 增加 11． 68% ) 。此外，城市和农村的人力资
本差距正在缩小。本文采用城市高学历人口占比与农
村高学历人口占比的比值来衡量城乡人力资本的差

距，较之 2010 年的 10． 44，从全国来看，2020 年中国城
市与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比为 5． 70。进一步从各地区
来看，2020 /2010 年城乡人力资本差异的比值都有明显
缩小，例如: 山西( 4． 02 /10． 51) 、吉林( 4． 11 /12． 26) 、黑
龙江( 4． 83 /14． 74 ) 、安徽( 5． 26 /11． 61 ) 、辽宁( 6． 25 /
11． 23) 、湖南( 6． 42 /10． 48 ) 、四川( 6． 51 /14． 27 ) 、山东
( 6． 78 /12． 49) 、河南( 7． 42 /12． 49) 、河北( 7． 81 /13． 7) 。
这意味着 2010 年以来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的均衡性得
到较大提升; 北京( 2． 95 /4． 62) 、上海( 3． 93 /5． 68 ) 、江
苏( 4． 63 /6． 82) 、浙江( 3． 68 /6． 89) 等发达地区的改善
幅度也较为明显。
( 三) 低年龄组人力资本水平存量优势明显

从 2010、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来看，15 ～ 64 岁人
口中大学本科、专科及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有较
大提升，尤其是 20 ～ 45 岁间的人口。其中，19 岁高学
历人口占比增幅最高，2020 年比 2010 年增加 34． 07%，
20 ～ 64 岁之间的高学历人口增加比重逐步降低，增幅
由 20 岁年龄组的 31． 28%降低至 64 岁的 1． 01%。若
仅考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为主要高学历人口，对比各

年龄组人口中本科和研究生的比重，如图 3 所示，随着
年龄增加，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比重逐步下降，2020
年 20 ～ 24 岁人口中比重最高，为 27． 27%，25 ～ 29 岁比
重为 20． 33%，30 ～ 34 岁为 15． 97%，40 岁以上年龄组
中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比重进一步降低，小于 10%。
其次，与 2010 年相比，低年龄人口中高学历比重增幅
也依然是最高的，2020 年 20 ～ 24 岁高学历人口增加
15． 69%。这表明尽管随年龄增加，人力资本水平存在
降低趋势，由于低年龄组受教育水平较高，随着年龄增

加，其高学历人口比重也会逐步提高，即存在人力资本

的年龄队列替代优势。
但 2010 年以来中国人口低增速和老龄化趋势明

显。首先，1987 年后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下降，2020
年为 1． 45‰，新出生人口逐年递减趋势近期已无法避
免，若新生人口规模进一步下降，那么新增高学历人口

比重也会下降，这将导致高技能人口规模总量供给不

足，并弱化目前低年龄组的高人力资本优势。其次，对
老龄化趋势而言，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公报( 第五号) ———人口年龄构成情况》数据，2020 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占全国总人口 18． 7%，较之 2010

年上升 5． 44%，其中，许多省市 60 岁以上人口比重已
经超过 20%，例如: 辽宁( 25． 72% ) 、上海( 23． 38% ) 、
黑龙江( 23． 22% ) 、吉林( 23． 06% ) 、四川( 21． 71% ) 、
天津( 21． 66% ) 等。再次，老龄人口的规模巨大化和高
增速在超大城市也非常显著，尤其在人口规模控制措

施严格的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七普”数据表明，北
京和上海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数的 13． 3%、
16． 3%，较之 2010 年提高了 4． 6%、6． 2%。本文利用
2011 ～ 2018 年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 CMDS) 测算也证实，超大城市中流动人口家庭平均年
龄结构也较大，2018 年为 46． 50 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45 岁，且较之 2011 年增加 56． 01%。

图 3 “六普”和“七普”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年龄分组
注: 比重为该年龄段学历人口占该年龄段人口比重。

( 四) 劳动力回流本省现象逐步显著

从 2010 和 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对比来看，2020
年省内流动比重逐步增大，由 2010 年 32． 46%增加至
2020 年 36． 42%，这表明省内流动现象较跨省流动更
为显著。本文将“七普”省外和省内( 直辖市内) 流动
人口相关比重与“六普”相应比值相减，如图 4 所示。

图 4 2020 年省外和省内( 直辖市内) 流动人口变动
注: 比重为本地区省外流动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2020

年和 2010 年相比变化值为相应比值相减，作者根据“六普”

和“七普”数据计算得出。

除湖北外，2020 年省外流动人口变动较 2010 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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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降低。对于省内流动人口比重来说，除北京、上
海、江苏、山东、广西、四川、西藏、甘肃、青海和新疆外，
2020 年省内流动人口比重较 2010 年都有所上升。上
述对比表明跨省流动人口下降，省内流动人口上升，劳

动力逐步回流至本省。从城市、镇和村不同层面进一
步来看，跨省流动人口比重也在降低，城市、镇和农村
跨省流动人口的比重从 2010 年的 34． 04%、24． 44%和
40． 85%下降至 2020 年 27． 30%、16． 45%和 33． 86%，
城市、镇和农村省内流动人口的比重则从 2010 年的
37． 46%、20． 67%和 26． 75%上升至 2020 年 40． 46%、
24． 61%和 38． 44%。从各省市 2020 年与 2010 年跨省
和省内流动人口比值也可以看出，省内流动比重显著

大于省外流动，这进一步印证了近年来跨省人口流动

逐步变化为省内流动的现象。
三、中国人力资本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增长
具有知识储备和有效创新的劳动力供给是人力资

本的最基本特征，具体由劳动者身上具有经济价值的

知识储备、技能水平及身体健康等素质构成［19］，因此
人力资本本质上并不是“钱”或物质资本，而是具有健
康、技能、认知和知识积累等素质的有效劳动力［15］，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技术、劳动力是等同的生产要
素。在高学历人口比重较大的地区，其人力资本水平
也较高，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使劳动力的经济效率较

高，同时也具有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劳动力基础。

( 一) 区域或城市人口资本界定

关于人力资本的测度，主要有识字率［18］、大学生
受教育比例和历史上明清时期的进士数量［15］、平均
受教育年限［4］［11］等。在另一类文献中，考虑到教育
可能无法涵盖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全部贡献，同时

为解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横向可比较问题，不少研究

采用“收入法”和“成本加总法”来衡量人力资本。例
如李海峥等［5］采用“终身收入法”来衡量区域人力资
本，也有其他研究采用“成本加总法”来剔除人力资本
折旧，进而得到人力资本存量［17］，也有相关研究利用

生产函数来反推人力资本水平［19］，但这些研究仍将

人力资本看成是“钱”和“物质资本”，而不是真实的劳
动者个体。考虑到“七普”和“六普”数据指标的可获
取情况和统一性，根据区域内人力资本水平的基本含

义，本文分别选取大学专科以上和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的人口比重进行衡量。
为了对比衡量人力资本空间分布，本文还收集整

理了地级市和直辖市层面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
考虑到城市层面数据获取性，还选取高等教育大学本

科和专科学生数 H1以及城市专利实际授权数 H2作为

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此外，考虑到城乡人力资本差
异，分别计算了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高等学历人口比重，

部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1。

表 1 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humancapital
各省大学本科、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
( 简称高技能人口比重) ( % )

43． 06 5． 82 13． 74 6． 92 0． 50

humancapital_city 城市地区高技能人口比重( % ) 48． 14 14． 81 24． 74 5． 41 0． 22
humancapital_rural 农村地区高技能人口比重( % ) 16． 33 1． 34 4． 02 2． 54 0． 63
humancapital_city_

rural_ratio
高技能人口比重城乡比 15． 45 2． 95 7． 80 3． 46 0． 44

p_gdp 省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164889 13119 52192． 48 31456． 79 0． 60
p_gdp_diffrelative 省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对值 1． 00 0． 17 0． 43 0． 21 0． 48

ln( yc2018 ) 2018 年城市人均 GDP对数值 12． 165 9． 679 10． 902 0． 514 0． 0471
ln( K2017 ) 2017 年城市固定资本存量估计值对数 14． 745 5． 519 8． 296 1． 352 0． 163
ln( L2018 ) 2018 年城市就业人数对数值 16． 569 11． 611 13． 673 0． 876 0． 064
ln( H12018 ) 2018 年城市本科和职业学生对数 14． 049 7． 803 11． 230 1． 126 0． 100
ln( H22018 ) 2018 年城市专利授权数对数值 11． 580 1． 792 7． 459 1． 627 0． 218

ln( indus_cy2018 ) 城市产业结构: 产业增加值 Y3 /Y2 1． 469 － 1． 010 0． 084 0． 382 4． 559
ln( indus_cem2018 ) 城市产业结构: 就业人数 em3 /em2 2． 482 － 1． 615 0． 285 0． 617 2． 164

注: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对值 p_gdp_diffrelative为各省市的 p_gdp与全国省市中 p_gdp最大值相比。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计算。

( 二) 空间视角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1．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 省级和地级市
本文分别从省级和地级市层面研究人力资本和经

济增长的相关性，基本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OLS 回
归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值在 1%置信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如表 2 回归
( 1) 和回归( 2) 。采用 2010 年和 2020 年两期 31 个省

市的面板数据进一步验证，在控制了省级和时间固定

效应条件下，回归结果如表 2 回归( 3 ) ，人力资本与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仍然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地级市和
直辖市层面，考虑到数据统计口径，本文剔除了部分地

级市，在回归( 4) 和回归( 5 ) 中分别采用大学本科和专
科学生数、城市专利实际授权数(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
专利和外观专利) 来衡量城市人力资本，为避免遗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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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能，本文还控制了城市和年份双边固定效应，可知

城市人力资本和城市人均 GDP的正相关关系在 1%置
信水平下仍然为正，这进一步证实了人力资本与经济

增长存在稳健的正相关关系。
表 2 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 1) 省级层面 ( 2) 省级层面 ( 3) 省级层面 ( 4) 地级市层面 ( 5) 地级市层面
lnp_gdp( OLS) lnp_gdp( OLS) lnp_gdp( 面板 FE) lnp_gdp ( OLS) lnp_gdp ( OLS)

ln( humancapital) 0． 904＊＊＊ 0． 176＊＊ 1． 131＊＊ 0． 184＊＊＊ 0． 205＊＊＊

( 5． 94) ( 2． 37) ( 2． 66) ( 7． 19) ( 12． 30)
常数项 8． 577＊＊＊ 8． 360＊＊＊ 7． 749＊＊＊ 8． 839＊＊＊ 9． 294＊＊＊

( 20． 14) ( 7． 25) ( 8． 04) ( 30． 67) ( 69． 55)
Adj Ｒ2 0． 5335 0． 1336 0． 8057 0． 1562 0． 3578

N 31 31 62 275 275

注: ( 1) 在省级层面模型，回归 1 和回归 3 的区域人力资本变量为不同地区大学本科、专科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回归 2 中人
力资本变量为不同地区大学本科、专科及以上的人口数目，2020 年为 3 岁以上人口，2010 年为 6 岁以上人口。回归 3 采用
2010、2020 年省级面板 FE模型。在城市层面模型，回归 4 和回归 5 为 2018 年城市数据，回归 4 中城市人力资本变量为城市内
高等教育大学本科和专科学生数，在回归 5 中为城市专利实际授权数。( 2) 由于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部分省市未公布经
济数据，作者未计算 2020 年普查年各城市人均 GDP。( 3) p* ＜ 0． 1、p＊＊ ＜ 0． 05 和 p＊＊＊ ＜ 0． 01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
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括号中数值为 t检验值，下表同。作者根据 2020 年各省市国民经济公报、《2019 年城市统计年鉴》
整理计算。

2．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 城市和农村
以下进一步区分城市和农村来研究人力资本水平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利用 2010 年和 2020 年省级
数据进行研究，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表 3 中回
归 1 ～回归 2 为 2020 年普查数据，回归 3 和回归 4 为
2010 年和 2020 年二期面板数据，回归 1 和回归 2 的被
解释变量分别为城市和农村的人力资本水平，采用城

市和农村的高学历人口比重来衡量; 回归 3 ～回归 4 的
被解释变量为人力资本，采用高学历人口比重来衡量。
从中可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存在的正向关系仍然

显著，无论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人力资本存量越

高，其经济水平的相关程度也越高。回归 3 的混合
OLS和回归 4 的面板双向固定效应也进一步表明研究
结论稳健。

表 3 城乡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 1) 城市人力资本 ( 2) 农村人力资本 ( 3) 人力资本 ( 4) 人力资本

lnp_gdp( 2020 年 OLS) lnp_gdp( 2020 年 OLS) 2010、2020 年混合 OLS 2010、2020 年面板 FE
ln( humancapitalratio) 1． 284＊＊＊ 0． 700＊＊＊ 1． 193＊＊＊ 1． 131＊＊

( 3． 65) ( 4． 28) ( 14． 41) ( 2． 66)
常数项 6． 856＊＊＊ 9． 926＊＊＊ 7． 689＊＊＊ 7． 749＊＊＊

( 5． 90) ( 35． 69) ( 36． 30) ( 8． 04)
Adj Ｒ2 0． 2911 0． 3654 0． 7722 0． 8057

N 31 31 62 62

注: 回归 1 人力资本为城市中大学本科、专科及以上人口比重; 回归 2 人力资本为农村中大学本科、专科及以上人口比重;
回归 3 ～回归 4 的地区人力资本为高学历人口比重，回归 3 为混合 OLS，回归 4 面板 FE 控制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应。作者根
据本文数据计算。

( 三) 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

如果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过大将会影响地区经

济增长，本文进一步将城市和农村的大学本科、专科及
研究生学历比重人口相比来反映城市内的城乡人力资

本差距( 简称城乡人力资本比，humancapital_city_rural_
ratio) 。同时，为了研究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人力资本
差异的相关性，本文还将 2010 年和 2020 年全国 31 个
省市人均地区的生产总值除以当年各省份中最大值，

以求得经济水平相对值( p_gdp_diffrelative) ，将各省市
人均经济相对水平( p_gdp_diffrelative) 与城乡人力资
本差距进行回归检验，如表 4 所示，城乡人力资本比与
各省市的经济发展相对水平在 1%置信水平下也呈现
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越大，本地经

济发展水平就相对较低。但在控制省份和年份固定效
应后，各省市经济相对水平和城乡人力资本比的负向

相关关系却不再显著，这进一步表明，城乡人力资本的

差异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异，人

力资本要转化为经济增长同时也需要立足于在各地区

产业部门中的充分就业来实现，因此，经济增长的驱动

力还依赖于产业等复杂因素。从不同区域来看，中部
地区人力资本的城乡差异对本地经济影响最大( 城乡

人力资本比系数为 － 1． 3) ，其次为西部和东部地区，东
北地区城乡人力资本比系数不显著，相关系数也为负，

这可能与省份样本数量有关。对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
区，分别只有 3 个省份，城乡人力资本比和经济增长的
负相关关系在 10%置信水平仍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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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城乡人力资本差异与经济增长差异的相关性

( 1) 2010 年 OLS ( 2) 2020 年 OLS
( 3) 2010 年和 2020 年

混合 OLS

( 4) 2010 年和 2020 年

面板 FE

( 5) 2010 年和 2020

年面板 FE

lnp_gdp_diffrelative lnp_gdp_diffrelative lnp_gdp_diffrelative lnp_gdp_diffrelative lnp_gdp
ln( humancapital_

city_rural_ratio)
－ 0． 992＊＊＊ － 0． 751＊＊＊ － 0． 422＊＊＊ － 0． 00289 － 1． 067＊＊＊

( － 5． 12) ( － 2． 95) ( － 3． 75) ( － 0． 01) ( － 11． 39)
常数项 1． 309＊＊＊ 0． 306 － 0． 114 － 0． 954＊＊ 12． 79＊＊＊

( 2． 92) ( 0． 73) ( － 0． 50) ( － 2． 14) ( 68． 57)
Adj Ｒ2 0． 4567 0． 2040 0． 1764 0． 0054 0． 6573

N 31 31 62 62 62

注: 回归 4 面板 FE控制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回归 5 面板 FE仅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表 5 不同区域的城乡人力资本差异与经济增长差异的相关性( 2010、2020 年)

lnp_gdp ( 1) 东部地区 ( 2) 中部地区 ( 3) 西部地区 ( 4) 东北地区 ( 5) 京津冀 ( 6) 长三角
ln( humancapital_city_rural_ratio) － 1． 176＊＊＊ － 1． 300＊＊＊ － 1． 204＊＊＊ － 0． 420 － 1． 085* － 1． 466*

( － 6． 98) ( － 4． 47) ( － 13． 78) ( － 2． 91) ( － 3． 78) ( － 4． 28)
常数项 13． 20＊＊＊ 13． 18＊＊＊ 12． 92＊＊＊ 11． 50＊＊＊ 13． 14＊＊＊ 13． 75＊＊＊

( 43． 49) ( 22． 15) ( 70． 95) ( 37． 49) ( 24． 81) ( 24． 34)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 Ｒ2 0． 6820 0． 6708 0． 7108 0． 4667 0． 8950 0． 8006
N 20 12 24 6 6 6

注: 面板 FE仅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变量显著性与 N有关。京津冀为北京、天津和河北，长三角为上海、江苏和浙江。

四、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工具变量再考察
为了进一步检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稳健

性，本文采用城市层面的历史进士总数作为衡量城市

人力资本水平的工具变量。
( 一) 工具变量选择和数据说明

区域人力资本累积具有历史稳定性［16］，历史上

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在目前的水平也相对较高，

同时也能规避近期政策、经济因素影响，故本文选取城
市层面的进士数作为城市人力资本的工具变量。
考虑到清代八旗制度可能导致户籍地和常住地不

一致，与已有研究使用的明清进士数据不同，本文仅使

用明朝进士数据。进士数据来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
库”①，笔者整理了历代进士的姓名、籍贯、朝代和年代、
进士类型、进士考中时皇帝名称及年号，并依据国家统
计局“统计用区划和城乡划分代码”( 2020 年) 匹配至
目前地级市和直辖市层面。在匹配古今地名上［20］
( P7) ，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对于进士籍贯地，较之当

今行政区划，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动较大，为准确地将历

史上进士的籍贯地与现在地址联系起来，需要选择一

个合适的空间尺度来框定准确的进士籍贯地，如果选

择省级行政区，则与历史上的道、省、州、府等不同时期
的区划不一致; 如果选择县级行政区，则可能由于战乱

变迁等历史原因，相同县名会发生空间变化，甚至跨越

现行行政区，因此本文采用以地级市及直辖市作为框

定进士籍贯地的空间尺度。但由于“历代进士登科数
据库”中进士籍贯地并不统一，同一地点在历史上也有
不同称呼，例如蒲州、永济指运城市，陕州和弘农( 灵
宝) 都指三门峡市，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多个地名相同等

情况，本文则采取利用进士人名和朝代进行筛选。
为了准确界定进士籍贯地和目前地级市，本文剔

除了地址不清晰或现属其他国家的 276 个样本，中国
不同历史时期的进士总数如表 6 所示。由于明清距离
当今时间较近，同时考虑清代的八旗制度可能会导致

进士所在旗籍和常住地存在偏离，故本文主要选取明

代进士，本文整理所得地级市层面的明代进士总数描

述性统计参见表 7，一共有样本 26647 个。
表 6 中国不同历史时期进士总数( 人)

隋 唐 五代十国 宋 辽 金 元 明 清

6 1276 101 34739 68 861 452 26647 27403

表 7 部分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Jinshi_Ming
明朝城市层面累计

进士总人数
1090 1 115． 63 175． 43 1．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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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

无论采用城市内高等教育大学本科和专科学生

数，还是采用城市专利实际授权数，明代城市进士总数

与二者都存在高度相关性，这表明工具变量选择是合

理的。在控制城市特征变量后，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
二乘法估计表明，2018 年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作
为工具变量的明代城市进士总数是存在显著正相关

的，如表 8 所示。从 IV 不可识别检验( Kleibergen －
Paap rk LM统计值为 15． 03 和 15． 60) ，其在 1%置信水
平拒绝原假设，即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显著相关

性; 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 － Donald Wald检验 F统计值
为 18． 42 和 16． 84，都显著大于临界值。对 IV 外生性
而言，Hansen J检验都表明拒绝了“所有工具变量都外
生”的严格原假设，IV严格外生假定并未通过，IV 估计
受一定内生性影响。由于 IV 严格外生是一种理想状
态，当 IV呈现“近乎外生”时，IV 系数 γ≈0 或较小时，
内生变量估计系数仍接近于真实值［21］，基于 LTZ 方
法的置信区间估计测度了工具变量对城市人力资本

( 城市高等教育学生数) 的影响，估计系数在 95%置信
区间仍支持基本结论①。

表 8 工具变量 IV( 2SLS) 检验
IV = H12018 IV = H22018

First － stage IV First － stage IV
ln( H12018 ) lnyc2018 ln( H22018 ) lnyc2018

ln( IV_Jinshi_Ming) 0． 142＊＊＊ 0． 203* 0． 176＊＊＊ 0． 166＊＊

( 4． 18) ( 1． 78) ( 4． 21) ( 1． 99)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不可识别检验 LM ——— 15． 03 ——— 15． 60
弱工具变量 Wald F ——— 18． 42 ——— 16． 84

Ｒ2 ——— 0． 4067 ——— 0． 1562
N 212 212 211 211

注: 城市控制变量有城市产业结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就业占比和城市固定资产估计值; 城市人力资本变量 H12018为

城市内高等教育大学本科和专科学生数，城市人力资本变量 H22018为城市专利实际授权数。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人力资本的本质是高素质劳动力，也就是“人才”。

目前中国高学历人才队伍规模较大，高学历人口规模

较之 2010 年增速较快，具有年龄结构替代优势，但人
力资本集聚具有外部性，大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的人

力资本集聚优势明显，2010 ～ 2020 年部分省市高学历
人口本地占比呈下降趋势，这需要处理好人力资本空

间均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
第一，应加大鼓励高技能人才合理流动。促进人

力资本均衡的政策应当符合高技能劳动力和高学历人

才的发展规律。教育是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有效途
径，因而促进教育均衡化和人力资本合理流动的政策

思路都有利于实现人力资本的空间均衡，进而成为带

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以往通过教育扩招、高
等院校异地搬迁和城市青年到农村工作创业都是有益

的实现方式，未来一段时间，尤其是“十四五”时期，应
将促进人力资本流动的政策思路与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乡村振兴战略深入结合起来，在努力改善人才发展
环境的基础上，促进对高技能人才的激励和服务地方

发展大局融合发展，通过对口帮扶、产业园共建、项目
转移、科研人员交流、城市科研人员到乡村创新创业等

举措实现高技能人才的合理流动，为构建新发展格局

提供持续有效的人力资本供给。
第二，以优化人力资本供给为目标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人力资本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降低人力资本的空间差异能够有效提高经济空间

均衡性。当前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滞后于城镇化进
程，人力资本转化为创新投入以及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还不高，教育是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加大

教育投入和覆盖面也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和提高社会

活力的关键，应持续加大教育供给，尤其需要进一步促

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化。同时，还应处理好职业教育
和普通教育的关系，提前谋划职业教育认定标准，从制

度上保证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公平性与统一性。此
外，持续完善职业培训体系。继续健全劳动力市场就
业培训制度，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质量和专业技能。
为应对新技术变革的不确定性，应优化职业培训内容，

注重培训实效，增加共性的基础职业技能培训。将企
业培训和国家职业等级认定结合，提高劳动力参与培

训的积极性，避免形式上的技能培训而造成财政浪费。
第三，积极改善创新环境，促进人力资本和技术进

步合理匹配。技术进步能够有效促进产业价值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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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的“换道超车”，但高人力资本是
将就业和技术进步有效转变为产业结构升级、地区经
济增长和实现高收入的有效手段。目前新发展格局要
求构建内需联动的双循环格局，既需要能够攻克“卡脖
子”关键核心技术的领军人才，也需要熟练掌握职业技
能的专才，同样也需要加大人才国际交流和引进，因此

应加大多层次人才培养，培育创新意识，不断优化人力

资本结构，实现“人尽其才”，构建核心技术研发人员、
新经济创业人员、职业技能专业人才、国际复合型人才
和管理人才为主体的人才结构。

第四，提前谋划人才退休制度改革，利用好大规模

的高素质老年人力资本。考虑到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
下降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未来年轻人力资本的队

列替代效应将会被削弱，但目前中国年轻人力资本的

存量规模较大，这意味着这部分年龄人口的预期老年

人力资本水平也会较高，应在完善人口政策的同时，提

前谋划老年人力资本的利用问题，在国家重大战略领

域探索实施自愿的弹性延迟退休制度，实现“退而不
休”，合理有效利用人力资本存量，避免人力资本过早
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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